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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康熙十七年，清廷诏举博学鸿儒科，以招揽不与清廷亲近之山林隐逸。作为关中遗民，孙枝蔚亦属征召

之列。本文将以康熙“博学鸿儒科”征召作为一个重要时间点和清廷文化政策之体现，以此来探讨征召

前后，孙枝蔚之于清廷态度之变化以及在清廷文化攻势下个人之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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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seventeen years of Kang Xi, the emperor used his erudite and scholarly examinations to at-
tract talent. Its main soliciting object was not to be close to the Qing dynasty. As adherent of a for-
mer dynasty, Sun Zhiwei was also on the exam. This article will be called up by “knowledge 
learned scholar family” as an important point in time and the embodiment of the Qing dynasty 
cultural policy, in order to explore before, during and after the call-up Sun zhiwei for Qing dynasty 
change of attitude and under the Qing dynasty cultural offensive personal cho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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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博学鸿儒科征召与孙枝蔚的抉择 

1.1. “一生为汉自分明”——应征召前的姿态 

在遗民士人的辞受交接中，与其最亲近、思想情感脉络最为相似的莫过于跟自身有同样经历、同样

具有忠贞感情的遗民友人，这不仅可以使遗民成为一个凝聚强大力量的群体，也对彼此的行为举止起到

监督和激励的作用。蒋东玲在其文章中写道：“友人之间虽然是自由聚合关系，也存在一定的自组织形

态，其中最常见的形态即是各类社局团体，社友们在社事活动中切磋艺文，砥砺德行，积淀情谊”[1]。
康熙六年丁未，五月，孙枝蔚赶赴山西屯留省亲，年底归家。这期间，其作诗对自己的容貌做了如下评

价：“吾年四十八，被人呼作翁。未老须全白，吟诗恼天公”[2]。孙枝蔚感叹自己未老先衰，形容枯槁，

内心凄苦。康熙七年戊申，孙枝蔚在该年返回江西。不久，好友安徽安庆府桐城人方文卒于江宁，年五

十八岁。不难想象其是怀着何等悲痛欲绝的心情前往安徽，在《哭方尔止》一诗中，孙枝蔚赶往尔止住

处，一下船，随即上了丧车。其诗云：“白马故人全不至，苍蝇吊客苦相随。城中尚指先生柳，墓上谁

书处士碑。一事料应长瞑目，故山终胜傍要离”[3]。方文，即方尔止，其自号嵞山，取该号之缘由实为

示不忘故明之意。嵞山离怀远县最近。周世宗曾远眺该山，称此地充斥王者之气。后明太祖朱元璋在该

地起兵，建立了大明王朝。明亡后，方文将其著述起名为《嵞山集》，以告诫自己终生不仕清朝，忠于

故明。尔止曾拥有多个别号，如淮西山人。后来又改为忍冬、明农，这些别号大多都与明朝牵扯上了关

系。在孙枝蔚的《溉堂集》中，其写下了多首与尔止有关的诗句，尔止大孙枝蔚八岁，二人彼此倾心。

如今好友没，枝蔚心中一片凄苦。不久之后，孙枝蔚又在《闻方尔止死后降乩有诗纪异偶成》一诗中写

道：“尔止死归途舟中数日后。降于乩有诗云：一生诗酒作生涯，死向江头远市哗。纔到黄泉无所见，

阎罗仍戴旧乌纱”[4]。在“阎罗仍戴旧乌纱”一句中，枝蔚可以说是表达了自己的赤诚忠心与想法。他

在内心期望同样对明朝怀着深深爱意的好友尔止，在死后可以与其魂牵梦绕的大明相见。在其后的诗句

中，孙枝蔚为死后的尔止勾勒了一个玉皇仙班的美好景象，实则写出了自身对于明朝的怀念之情。 
此事过后不久，对孙枝蔚来说亦师亦友的冯宻菴先生前来见访。孙枝蔚在这位八十岁老人的面前，

自称其“蒲桠之质”，先生则为“松柏之姿”。其在《冯宻菴先生重至江都见访次来韵》中写道：“容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0.911256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高季红 
 

 

DOI: 10.12677/ass.2020.911256 1829 社会科学前沿 
 

颜久别逢谁问，书札频开不待寻。老畏舟车成错料，诗愁唱和恐难禁”[5]。诗中传达了一个重要的讯息，

“诗愁唱和恐难禁”一句中，已透露出当时清廷对于文字之禁以及遗民群体宴集还是有所控制。但这时

的文网之禁相对于顺治时期已经相对宽松了。清廷在这时已经努力地营造出一种相对适宜的生存氛围，

其于明遗民来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孙枝蔚于诗文中对冯先生做了以下介绍：“宻菴先生登崇祯甲戍榜

进士，历任至参宪。遭乱后遂隐居杜门，自题所居之堂为易老堂”[6]。在与这些遗民故老的接触和洽谈

中，可以让人有一种群体意识，即认为此身不是孤立于世，此志向情感不唯一人尔。 
康熙年间，长达八年之久的三藩之乱显示出清朝强大的“武治”能力，但中原大地各处的分裂势力

依旧存在，不可小觑。在清朝版图的南方，是需要费时费力才能收服的三藩；东南方向的郑成功虽然去

世，但仍旧保留有一定意义上引起清朝注意的海上抗清势力；在东北方向的沙俄，长期觊觎着黑龙江领

域。而对于明遗民来说，虽然清朝政府积极努力地营造着宽松的生存环境，但一旦有任何复兴明朝的希

冀，遗民社会就会整个地活动起来，其历史记忆重新得到了疏通，对于故国旧君强烈的怀念便会转化为

实际行动，所以在三藩之乱发生后，不少明遗民便弃笔从戎，走上复明道路。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虽

然清朝政府极力地推行着满汉民族融合的政策，但在明遗民这一块，却难以彻底地将其牢固铸造的心房

成功攻陷。在清朝政府和明遗民之间，依旧横跨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而三藩之乱，则起因于清朝政

府内部，故其最终也会被清廷消弭。遗民企图复兴明朝的愿望，终究是南柯一梦。康熙十二年癸丑，归

江苏。其后，孙枝蔚开始游历江苏名胜古迹。其曾前往徐州的子房山和放鹤亭。枝蔚作有《子房山》一

首，在诗中其表达了对于张良的倾佩之情。但在《附蜀藻》一诗中，孙枝蔚更加地直抒胸臆，其在诗中

云：“鸡鸣山下暮烟平，此地曾闻散楚兵。五世相韩身未许，一生为汉自分明”[7]。遗民在入清以后，

并不经常提及明、清字样在其诗作中，而是以其他意象来指代明、清字眼。在此诗中，枝蔚“一生为汉

自分明”一句中虽写了张良，但实际上也是自身对于明朝忠贞的隐射。像汉、朱、江南、宋等字眼在遗

民诗中多用来代指明朝，胡、北方、边塞等字眼多代表清朝。康熙十三年甲寅，孙枝蔚前往山东滕县。

在《乱中再入滕县赠任明府》中，孙枝蔚写到“烽火静已久”[8]在此诗中隐隐可以察觉三藩之乱已起，

故而枝蔚感叹已经很久没有动乱了。不久，耿精忠反。该年冬季，康熙帝决意亲征。 
易代鼎革的明遗民，其在做到自身克己复礼的同时，也对自己的后辈也有着严厉的要求，希冀素业

谨持。清圣祖康熙十四年乙卯，五十六岁的孙枝蔚作《勉儿学医》一诗，在诗中枝蔚认为学医能够“出

能活妇孺，入能寿双亲”[9]。其在文中谈道如今战乱靡定，不可谈什么富贵，希望诸子能够读书守章，

长大后能够选择医者这一有仁心的职业。但其最根本的原因恐怕是老一辈的遗民希望自己的子弟也能做

到不仕清朝。孙枝蔚曾在康熙帝赐虚衔内阁中书舍人后，写下了这样一句话：“他时戒吾子，不必上铭

旌”[9]。枝蔚在此诗中，希望儿子以后不要入朝做官，其对于后辈的职业有着严格的规范。然而作为这

一新生代的遗民，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他们没有过多的易代体验，其对于故明的认识了解，多源自父辈

的教诲及口耳相传。孙枝蔚的后辈，生于明亡之际，在枝蔚举家南下避难的途中，也遭受过不少磨难，

故而其易代的体验较之他人而言可能更深。其后的《自嘲》一诗中，孙枝蔚写到：“只为童业力已疲，

如何更做帝王师”[10]。枝蔚感叹道自己教授孩童已然身心俱疲，更加无力承担像帝王师这种重任。诗中

的迹象表明枝蔚对于做官毫无兴趣，更何况是做清朝官。其教育子弟不准出仕，恐怕也与自身所经历的

种种情况有关。遗民士人的严格自律，不仅是要求自己做到，更会要求后辈能够奉行恪守。但这种严苛

的要求源于对于明朝忠贞的坚守，更是恪守了传统儒家的伦理道德规范。康熙十六年丁巳，孙枝蔚从南

昌回到扬州。其在扬州期间作有《双节妇诗》一首，在诗中，孙枝蔚对于程氏姐妹含辛茹苦抚养诸儿感

动不已，其感言：“余既慨慕二妇之贤，且有感于君臣之际焉，援笔成篇，兼告缙绅士，使无忘节义云

尔”[11]。从此诗中可窥见在当时遗民士人的眼中，已经将女德与士人节气紧紧联系在一起了。而类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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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句在其诗文集中还有不少，每替这些烈妇节妇作诗以赞赏，便免不得又要在内心多承受一份煎熬，但

同时又在时时告诫自己对于忠贞的把持。在孙枝蔚心中，自己依然是怀念故国旧君的明朝人。 

1.2. “黄金岂可笼头”——应征召后的姿态 

康熙十七年戊午，此正值平定三藩、战事正酣之际。孙枝蔚客居苏州。王士祯在《池北偶谈》一文

中写道：“康熙十七年，内阁奉上谕求博学鸿词之儒以备顾问著作，时阁部以下内外应举者一百八十六

人”[12]。圣祖皇帝抽身于三藩平定之事，颁布了如下谕旨：“自古一代之兴，必有博学鸿词备顾问著作

之选。我朝定鼎以来，崇儒重道，培养人才，四海之广，岂无奇才硕彦、学问渊博、文藻瑰丽、追踪前

哲者？凡有学行兼优、文词卓绝之人，不论已仕未仕，在京三品以上及各科道官，在外督抚布按，各举

所知，朕亲视录用”[13]。康熙初年，遗民作为清朝版图之上最为显眼的异己力量，且其在社会上具有重

大的影响力与感召力。正如孔定芳所说：“作为无组织的社会‘自由流动资源’，遗民游离于国家秩序

与体制之外，成为一股潜在的社会离心力量，非常不利于统一的政治权威的确立和巩固”[14]。康熙博学

鸿儒科的征召，对于明遗民来说，是搅动他们平静生活的一颗石子，使得其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面对

清廷强势征召，明遗民群体各自选择不同，有受其强迫但誓死不赴者、有不得已而前往者、有称染恶疾

不能前往者、也有趋之若鹜者。遗民们待清态度于这一关键时刻，发生了明显分化。而这分化缘由，多

少有时间的作用，但很大程度上是因情势的变化导致的。明亡清初，新政权根基未稳，主要着力点放在

“武治”方面，而随着情势变化，清朝根基逐渐稳固，遂转向“文治”。在清朝“武治”时期，明遗民

活跃于各地，开展各种起义活动。此时很多遗民走上了武装反抗的道路，如黄道周、夏允彝、万元吉、

张国维等，且其中很多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在这一时期，明遗民的反抗情绪最为强烈，对于复国之期

待也最为炽热。而当清朝转向“文治”后，抗清力量逐渐消失殆尽，清朝正式进入运行轨道，此时已很

难实现遗民志向。时间的推移可以淡化部分遗民的志气，而情势的无法逆转则更让人难以接受，志气的

淡化可以在游历故国遗迹山水以及自我反思中得到强化，而情势转变则意味着再无回天之力，这一巨大

转变可以说在心理上造成遗民世界的极大哀恸。此外，就遗民个人来说，其虽共同拥有“遗民”这一身

份，但就个体对于忠贞的坚守与把持来说，不同的遗民可能各自的程度也有所不同。这也是导致遗民分

化的一个原因。随着清朝开始以宋明理学为正统，满汉文化逐渐融合，部分遗民的辞受交接开始突破原

有的界限，当然这也有一部分清朝官员的有意为之。 
关于本论文中心人物孙枝蔚是否参加博学鸿儒科考试，查阅的众多文献中有不同记载。其看法总体

来看可以分为两类。一类认为孙枝蔚没有应试博学鸿儒科，这类文献如《清史稿》《四库全书总目》《皇

朝文献通考》等，《清史稿》载：“以布衣举鸿博，自陈衰老，乞还山，遂不应试，授内阁中书”[15]
《皇朝文献通考》载：“枝蔚字豹人，三原人。康熙己未荐举博学鸿词，以老病不能入试，授中书舍人”

[16]。此外，劉廷璣于其《在園雜志》记载：“己未召试博学鸿才内外薦举到京者五十九人，户部给与食

用。十八年三月初一日，除老病不能入试外，应试者五十人。先行赐宴，後方给卷颁题……其年迈回籍

者杜越、傅山、王方谷、朱锺仁、申维翰、王嗣槐、邓汉仪、王昊、孙枝蔚俱授内阁中书舍人，猗歟休

哉，掄才之典于斯为盛”[17]。另一类则认为孙枝蔚参加了博学鸿儒科考试，这类文献有《名家诗钞小传》

《陕西通志》《鹤征录》《己未词科录》。此外，王晫于《今世说》载：“应召入都，初以老病辞，不

许。既将还籍，復有年老授衔之命。”对于这两类截然不同的文献记载，还是要回归枝蔚自己对于是否

参与博学鸿儒科考试在《溉堂集》所作的答案。五十九岁的孙枝蔚被强势征召入京师。其曾以病相推辞，

清廷不允，故而只得前往。其曾云：“吾侨居广陵，数十口饔飨待我，使我官京师，不令举家饿死乎？”

[18]。在写给好友汪舟次的诗中，孙枝蔚这样写道：“念昔吾与子，同自命豪侠。鬼神一有权，出处两难

惬”[19]。从诗句中，可以看出，此时的枝蔚对于“出”和“处”的把握无所适从。入京后，孙枝蔚在《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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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入京后作》一诗中吐露了自己满腔心声：“百八十人何济济，都矜博学且鸿词。钓鳌客亦来龙伯，卖

屐翁初别剑池。高士儒林难共传，柴车骏足敢同驰。布衣老死甘云壑，岂料遭逢类荔枝”[20]。来来往往

穿梭的到处是博学之人，可是孙枝蔚在这些人中并没有感觉到自己身份有多么不凡，其以老布衣自称，

并且心甘情愿老死于林间山壑，也不愿自己像被人运回京师的荔枝一样任人差遣。可以想见他对于这场

不是甘愿前来的征召有多么抗拒和抵触。杜甫诗中曾写荔枝入京师为博得红颜一笑，枝蔚在诗中将自己

的遭遇与荔枝相提并论，身为遗民，可见其内心的无可奈何与无力的屈辱感。此外，孙枝蔚也在诗句开

头提到征召的有一百八十来号人，这与相关文献所记载的人数大致相同。从以上孙枝蔚自己所作的诗文

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其是参加了博学鸿儒科考试的。除此之外，王泽弘在为孙枝蔚所作《溉堂后集》序

中，给出了清晰明了的答案。其在序中载“上有博学鸿词之选，先生以应。召至。京师寓萧寺中与余居

比邻，亦数数聚。首试竣，上以中书待先生”[21]。此外，今人学者也在其著作中都倾向于孙枝蔚参与了

博学鸿儒科考试。赖玉芹在其著作中写到清廷“对孙枝蔚、邓汉仪、王嗣槐等与试未入选的年长者授予

内阁中书，对因老病不能入试的傅山和杜越，特旨免试放还，授予中书衔”[22]。孔定芳也在其文章中写

道：“陕西遗民孙枝蔚，被征时年已六十，以病拒试，不允”[23]。“后‘趣入试，不终幅而出’”[23]
段荧在《孙枝蔚年谱》中也认为孙枝蔚参加了考试，但最终没有入选。但康熙帝特别命令吏部授予其中

书舍人的职衔，后放其回到扬州。 
在孙枝蔚到达京师后，清廷未马上安排博学鸿儒科考试，而是在生活上极为关照这批遗民布衣，提

供月俸银、食宿，并于考试当天，赐宴与众人，可以说对这一批遗民十分重视。孙枝蔚于其诗《书怀》

一诗中注有：“时蒙恩谕令户部月给一诏诸人银三两米三斗”[24]。但对于康熙帝如此种种的“怀柔”举

措，从根本来说并没有撼动其作为遗民的心。其在还未动身归扬州之前，于京师作有一首《在京答亲友》，

诗中云：“彼生圣明世，皇皇荣其躯。焉知鬼神意，乃与帝王殊。因观自古来，吾宁守故吾”[25]。在诗

中，其写明了清帝王给予自身的荣光，但孙枝蔚感叹自身早已虚弱不堪，其在诗句末尾表达了他还是想

坚守最初自己的忠贞和执念。对于新朝赋予的一切，他还是想尽数抛去了。其在《留别方一峯伸》中写

道：“遥遥离故山，仆仆走京尘。京城虽云大，无处藏我身”[26]。对于京城的一切，孙枝蔚感到无所适

从，故对好友说出这番肺腑之言。对于新朝所授予的官职，孙枝蔚在《吏部奉旨议授布衣六人正字职衔，

枝蔚与焉，因纪此》中写道：“一官慙远志，四海本浮鸥。善赋曾非晏，童年况异刘。山人今返驾，小

妇免登楼”[27]。孙枝蔚认为相比于做官，还是自由自在的像浮鸥一样翱翔于天地之间，无拘无束来的自

在。 
而在《部议初授布衣及生员贡监生年老者六人为司经局正字疏上 上特命进内阁中书舍人复增未舆试

者二人同授是官再纪二诗》中，康熙帝念其年迈，故授孙枝蔚中书舍人头衔，以示荣恩。孙枝蔚在该诗

其一中写道：“文学曾何有，君恩亦太宽。发如毛頴秃，病似紫薇残。拜谢须朝服，羞慙对鱼竿”[28]。
在此诗中，可以较前几首诗，明确地感受到在此诗中，孙枝蔚的态度明显是松动了。其在诗中称圣祖的

恩德为“君恩”，对于这次征召，在清廷念其年迈，放其归山这件事上，孙枝蔚在诗中明显地对于这份

恩情表达了自己的感谢，并在诗中提到着朝服拜谢。可以看出此时的孙枝蔚对于清廷的态度是比较温和

的。孙枝蔚因应征博学鸿儒科并在离京前的这首诗，被当时部分人认为是“点污”。对于这一点，我认

为恰恰是由于这一“点污”才使得孙枝蔚成为遗民。士林百态，置身于当时社会的士人个体，对于这次

征召，呈现出的姿态各有不同，时间的侵蚀使得他们如此。孙枝蔚在应征前往京师也承载着相当大的心

理压力。也正是这次征召，使得孙枝蔚在此后做出了鼓励黄俞邰修明史的举动。再来看清廷的这项文化

举动，孔定芳认为：“从揽心的效果看，‘鸿博’确然取得了相当的成功。它的成功首先在于显示了清

廷奖掖儒学，格局已定，这不仅为尔后学术文化事业的繁荣做出了一个良好的开端，而且深契遗民士人

的文化关怀，为他们认同清廷提供了文化心理基础；其次，由于对有代表性的汉族知识界人特别是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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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功笼络，其结果不仅消弭了他们的反清意志，而且在更广阔的意义上来说对满汉文化的合流产生深

远影响”[29]。到此时，枝蔚在应征召前后逐渐地呈现出一种蜕变的姿态，从最初的抗争到明显松软的态

度，并承认清朝政权。可以说，清朝的笼络政策实施的很好。在这里要强调的是遗民姿态的蜕变不是一

朝一夕完成的，它是有一定前进过程的。明遗民挣扎于易代鼎革之际，怀有浓烈的遗民群体意识，但这

种意识最终会随着清朝推行的满汉文化整合与时间的推移而逐渐淡化，等新朝在一代一代君王的手中逐

渐强大，老一辈的遗民群体消失于历史长河，遗民一词便不复存在了。赵园认为：“遗民是一种时间现

象。‘遗民时空’出诸多假定，又被作为了遗民赖以存在的条件。时间中的遗民命运，遗民为时间所剥

蚀，或许是其作为现象的最悲怆的一面”[30]。 
孙枝蔚在此后曾写下六首写给陆水修处士的赠别诗，其在诗中宽慰的写到：“自贺身能退”[30]。可

见，枝蔚对于这次博学鸿儒科征召全身而退，已而不致自己失节而感到心安。其云：“竟得官衔去，何

心夸四邻”[31]。对于清朝给与的虚衔，孙枝蔚并没有对此感到欣喜。而在孙枝蔚前往京师前，好友杜濬

在《与孙豹人书》一诗中写道：“今所效于豹人者，质实浅近，一言而已，一言谓何，曰：勿作两截人。

不作两截人有道，曰忍痒；忍痒有道，曰思痛”[32]。在这首诗中，杜濬情真意切地劝告枝蔚，对于清廷

博学鸿儒科的征召，其希望枝蔚不要失节，千万不要做“两截人”。而孙枝蔚也听从朋友的劝告，最终

没有做出失节之事。康熙十八年，孙枝蔚离京归扬州。其在《出京》一诗中写道：“跳出红尘十丈，凭

教白发三千。昨畏九关虎豹，今称地上神仙。自笑身如老牛，黄金岂可笼头”[33]。在出京后写的这首诗

中，枝蔚自称为老牛，对于清廷的优待，其认为自己不适合做官，在京城里，孙枝蔚满身忧惧恐慌，而

如今离开京城，还是做个“地上神仙”来的身心舒畅。对于那些誓死不愿入京参加征召考试的明遗民，

孙枝蔚在心中对其敬佩万分，但在敬佩的同时，他对于自己前去参加博学鸿儒科考试充满了悔恨。在给

未曾谋面的李颙的诗中，他这样写道：“平生未识李中孚，只道相逢在帝都。不上征车拼饿死，闻风愧

煞懦顽夫”[34]。孙枝蔚对于李颙饿死也不肯接受清廷征召之事感触万分，其认为李颙的行动彰显了明遗

民的风骨与气节，为骨鲠之人。故与自己做比较，感到羞愧万分，并在文中用了“懦”一字，认为自己

太过懦弱，故而感到惭愧万分。沈来红在其《孙枝蔚与康熙己未年的博学鸿词考试》一文中认为：“从

别人对他的记载，还有他自己的诗作看，孙枝蔚虽然没有像顾炎武那样以死拒征，但他也保持了一个遗

民应有的气节，最起码没有去‘干禄’。他的应征是出于无奈，能被授衔更是意外，他没有实际做过清

政府的一天官，还只因一个‘虚名’得到了一些朋友的误解，被很多人排斥在‘遗民’诗人之外，可以

说是‘得不偿失’。所以，应征博学鸿词并被授衔，其实是孙枝蔚心灵的一道伤痕”[35]。孙枝蔚在《赠

江宁太守陈孟象》这首诗的末句这样写道：“下车徒步孝陵前”[36]。在小注中解释道，陈孟象客拜友人

经过孝陵，因其祖父曾受明朝恩泽，故步行前往孝陵进行拜谒，以示不忘前朝恩泽。而在孙枝蔚的朋友

圈中，多是遗民旧友，其虽曾乞食于各地，但与江宁太守陈孟象交集却并不深。可见，在赠与陈孟象的

这首诗中，其是出于陈孟象拜谒明孝陵而感动，特意写诗表达其对于陈孟象的钦佩之情。故在孙枝蔚心

中，自己还是一个老遗民，对于陈孟象，他也丝毫不加掩饰的称赞其“忠孝存心一郡传”[36]。 

2. “故国遗民少”的结局——以遗民身份终老 

2.1. “绝胜风流捉月人”——黄九烟以死相抗清廷对其震撼 

康熙二十年辛酉，孙枝蔚客居南京。他与新识得的友人曾锡侯、姜勉中、周雪客等人游览各地风景，

并与其诗酒唱和。之后，其游览了邓尉山。该山又名米堆山，因其山左突起高耸，形似米堆。明朝国变

之后，昆陵薛寀便来到此处翠巘，在此躲避踪迹。薛谐孟将自己更名为米，号堆山。故而孙枝蔚在《米

堆山怀薛公同徐松之作》中写道：“忽忆逃名者，堆山卧米堆。性如南向鸟，寒似北枝梅。游人纷眼底，

谁识我心哀”[37]。对于国变后便隐身此处的薛寀，枝蔚对其气节由衷地敬佩。此山多梅花也映衬出隐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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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的薛寀的品性。康熙二十年，孙枝蔚年过六旬，面对米堆山游人如织的景象，未免触动了他敏感的

心弦，勾起了他对于明朝的思念。而值此之际，遗民故旧日以殂谢，还有多少人记得明朝，已经是不可

知了。 
不久，黄九烟卒。黄九烟原名黄周星，明崇祯庚辰年中进士。在朝为官，担任明朝户部主事一职。

南明隆武覆灭后，弃家远走，五迁其居，靠卖文章度日。黄九烟作为一个明遗民，其生活作为有着异于

常人的怪癖，卧月眠云，喜着布衣，带素冠，不论寒燠。年近七旬，经历过一朝乾坤翻覆，忽觉人生只

欠一死，故自题墓志铭，赴水而死。而据陆勇强在《黄周星生平史料的新发现》一文中，对于黄九烟的

死则有另一说法。其文根据陈鼎《留溪外传》卷五的《笑苍老子传》一文，提供了黄九烟是因康熙博学

鸿儒科征召，被当局者逼迫，为表明心迹，故而投水自尽这一说法。作者也在文中提供了一个重要线索，

其在文章中称：“黄九烟死后，陈轼感慨‘易代以来已逾四纪而崛强仗节之士尚伉慨激烈，死而无悔’

[38]。而听闻黄九烟决然赴死的消息，孙枝蔚内心也哀痛异常。其在《闻黄九烟自投水死，哀且异之，赋

二诗记其事》其一中写道：“先生久矣厌尘寰，自恨龙髯不早攀。三遍麻姑对东海，一心精卫向西山。

鲍焦只作僮奴视，谢绪应居伯仲间。有客招魂魂不返，玉皇恩召侍仙班”[39]。在这第一首诗中，孙枝蔚

用到了四个典故，涉及到了四个人物，即麻姑、精卫、鲍焦、谢绪。用麻姑这一典故，是用以说明沧海

桑田，世事易变，一切早已不再如当年。那个黄九烟眷念的明朝，已随流水落花悄然逝于历史的长河，

新朝开始了。然而，黄九烟却依然有着精卫填海的执着，他的内心充斥着对于故明这残山剩水的挚爱，

直至这残山剩水彻底地被新朝所湮灭殆尽。孙枝蔚用周朝的鲍焦比之明遗民黄九烟，称赞其坚守忠贞与

操守，可谓忠烈。而在诗中所提到的谢绪，比之前几人，其生活的朝代则离黄九烟更近。谢绪原为南宋

钱塘县人。宋亡后，他奔走于四方，联络各方势力抗击元朝。然终因南宋气数已尽，大势去焉，无力回

天。其认为食元朝俸禄，做元朝官，对于自身来说实在是一个侮辱，故而投苕溪自尽。其遭遇与黄九烟

不差分毫，孙枝蔚在赞颂谢绪的同时，也用类比的手法表达了对于黄九烟的敬意。在诗末，对于没后的

黄九烟，孙枝蔚对于他死后的世界进行了一番勾勒，他希望身为故明臣子的黄九烟，在死后，能够身在

故明臣子之列。诗中的“玉皇”在孙枝蔚那里，显然是明末崇祯皇帝的化身，而“仙班”则是跟随皇帝

殉国的忠臣。黄九烟在世时，曾为自己构建了一处梦想花园，也就是“纸上花园”。其年少时就怀有神

仙之志，明亡后此志更深。其著有《将就园记》，在这所自己虚构的花园中，其将布局、地址、景致等

描写地细致入微。“一个幸福的人绝不会幻想，幻想的动力是未得到满足的愿望”[40]。黄九烟面对的是

现实世界中精神的极度匮乏，明亡后自我身份认同感的逐步消退，使得其不得不沉溺于自我构建的世界

中寻求解脱与安慰；而孙枝蔚替黄九烟所构建的这一死后灵魂世界，也说明了身为明遗民在现实世界中

漂泊无依的生存状态。康熙二十年，对于孙枝蔚来说，与其交好的明遗民悉数逝去，他满目伤情。游览

的风景，也多沾染了旧明浓烈的色彩。其所到之处，所闻之事，无一不将其与明朝紧紧牵绊在一起。 
在孙枝蔚所作之诗其二中，他进一步地对黄九烟一生做了回顾。其在诗中写道：“老居村塾惯安贫，

长夜漫漫苦不晨。戎服那须如老子，楚辞终是爱灵均。眼见麒麟烹作脯，心伤桂树伐为薪。便宐拣得澄

潭死，绝胜风流捉月人”[41]。在该首诗的前半部分，孙枝蔚对黄九烟的生活经历以及心态做了描写。在

诗的后半段，孙枝蔚也用两个典故来对黄九烟追随明朝的一生做了归纳。“麒麟作脯”原出自白居易《九

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感事而作》一诗。甘露之变后，白居易当时在东都洛阳，其身份是太子的众多宾客之

一。对于在长安因此事变而不幸罹难的儒臣，他写下了这首故作潇洒的诗。而在孙枝蔚的这首诗中，他

将黄九烟比作“麒麟”，其在该诗中有意无意地也将导致黄九烟最终丧命的主要原因归于清朝的威势。

而在下一句“心伤桂树伐为薪”中，其用“桂树”来暗指南明的桂王政权。桂王朱由榔建立起永历政权，

这是南明第三个政权，也是南明最后一个政权。黄九烟曾南下担任过唐王建立的隆武政权的官吏，故而

在南明最后一个政权–桂王政权被清廷彻底消灭后，黄九烟心中复明的最后一抹希望黯淡下去了，清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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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然斩草除根。亡国已有几十载，而身处新朝，却不能平静地度过最后的残年。清廷的博学鸿儒科征召

软硬兼施，身为故国臣子，怎可做贰臣毁其忠贞？故孙枝蔚在诗句末尾写道，还不如死于清澈的潭水中，

以免在世上污了此身。 
黄九烟的死讯以及他自杀殉节的方式，可谓是让孙枝蔚震撼不已。他远远没有想到竟会有如此忠贞

不屈之人，对比之下，自惭形秽。对于清廷的征召，不管过程如何，自己都去了京师，虽然不终幅而出，

但还是迫于清廷的强势去了，他远远没有顾炎武、黄九烟这等遗民以死相抗的勇气与胆量。孙枝蔚受到

的震撼不可谓不深，故而在其后的岁月中，他对于博学鸿儒科征召一事便没有在诗作中提到了。康熙朝

曾连续招揽硕学通儒，以此道得官者甚多，完成了拾金掇紫的梦想。而对于年事已高的老一辈遗民来说，

所剩之日不多矣。而越处于暮年，内心也会越加地产生地惊惧，人生数十载已然长逝，身为明遗民却没

有了精神上的依傍。南明小朝廷在时，还有复国一线希望。而如今，却只有这一群身老遗民，孑然一身。 

2.2. “早为前朝定是非”——赠黄俞邰入修明史诗 

谢拉所曾说过：“没有一定形式的文字记载和保存这些文字记载的方式，便没有持续的文化”[42]
与康熙博学鸿儒科同时进行的，还有清廷的另一项遗民策略，即修明史。而对于明遗民来说，博学鸿儒

科的征召可以推却，但入修故国史书，则是不可推脱之责任。梁启超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中谈到：

“对于故国文献，十分爱念，他们别的事情不肯与满洲人合作，但这件事不是私众之力所能办到”[43]。
《黄宗羲全集》中的《交游尺牍李本晟》一文记载了时任清康熙朝浙江巡抚李本晟写给黄宗羲望其入修

明史的一段话：“故明大案，如交趾之得失，哈密之予夺，河套之去存，景泰监国之功罪，嘉靖大礼之

是非，万、泰党人之邪正，‘红丸’‘挺击’之然疑，闯、献二寇之谁实酿成，启、祯两朝之谁为卖国，

胜国原有养士作人之恩，而丁公之背汉者不足称；本朝自系顺天应人之举，而桀犬之吠尧者不必讳；既

将勒成信史，必应阐幽抉隐，以定万古爰书，今之君子，何去何从，笔底褒贬，可无定识？”[44]孔定芳

认为“《明史》的纂修形式上是一种学术文化行为，实际上一头连着清朝的政治利益，一头连着遗民的

终极关怀。一方面，以明遗民而修《明史》，诉述故国故事，为遗民提供了一个表达对故国忠诚的机会，

紧扣了遗民眷怀故国之心理。遗民们的故国情怀和文化关怀，往往与故国史相连接，为私修明史，甚至

可舍弃身家性命。圣祖因势利导，一改此前之禁抑私修《明史》的成例，以朝廷之力修前朝正史，既可

缓和遗民与新朝之对立情绪，又可为此辈之出以合理借口。另一方面，以朝廷出面组织修史，还可显示

政权的合法性与正统性，同时可藉此检验其笼络政策的成效，加强对遗民史家的思想控制，可谓一箭双

雕。”[45]故而不少遗民存着以史报国的心理，前去纂修。一来可以寄托自己对于故国的关怀，二来是想

以遗民身份去参加明史修纂，以明本心。 
清圣祖康熙十八年己未，遗民中有很多人在此时选择为故国修史，如黄虞稷、姜宸英、严绳孙、万

斯同以及将要谈及的黄俞邰等。赖玉芹认为博学鸿儒科“在其录用的五十名博学鸿儒中，尤以江南地区(江
南二十三人，浙江十五人)所占比重为大。他们中虽然少有一流的大师，却不乏次一等的才学之士。康熙

将他们编入《明史》馆，纂修《明史》，这不仅牢牢地稳住了入穀者，而且逐渐融化了遗民心中的坚冰，

使其能尽‘以故国之史报故国’的愿望”[46]。此外，参与编修的也不乏部分清朝初年的文人官吏。但在

很大程度上来说，康熙朝此番动作确实给予了明朝遗民一个宣泄情感的通道。清廷在化解与明遗民矛盾

的同时，已然本能的将文化的话语权转为自己手中，为前朝纂修史书，一方面可以检验先前对于遗民笼

络政策是否行之有效，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康熙帝在剿灭三藩之乱的武功方面，其政策的一个转向，即他

如今更加在意于文治。在修明史背后俨然藏着康熙争夺文化话语权的野心。但对于明遗民而言，故国史

书的纂修，在此时成为了必要的责任。遗民参与纂修，不仅可以多多少少地驳正清朝修史之人的失误之

处，也可以以此表明自己对于明朝的眷怀，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以史明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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枝蔚作诗赠与黄俞邰，对于黄俞邰被荐举入修明史表达了自己的心声。在其《溉堂集》中，孙枝蔚

可以说对史书以及纂修史书之人有着深厚的热爱感情。其泛舟于小孤山，手不释卷，喜爱史书。《溉堂

集》中可以说提供了很多供史家纂修史书所可以参考的材料，例如在《节孝妇李氏》一文中，其特意在

文章末尾强调此篇文章之用途是“因作诗以备他日史林采揖”[47]。可以说在修明史前，孙枝蔚已然是知

晓修史的重要性，故而在清廷主持修明史后，对黄俞邰心有托付。黄俞邰，原名黄虞稷，祖籍泉州晋江。

父为黄居中，明崇祯十七年，国变，闻闯贼攻陷京城，悲恸大哭而死。椿庭殒丧，皆赖萱堂养育成人。

李庆在《黄虞稷家世及生平考略》一文中写道：“虞稷五十岁。是年母丧。清廷开博学鸿儒科取士，曾

往北京。遭母丧，丁忧归，未能与试。《鹤征录》卷三：虞稷‘戊午应荐入京，闻母丧，还白下。’”

[48]孙枝蔚也于诗文集中写下《送黄俞邰奔太孺人丧归金陵》一文。黄虞稷服满三年丁忧，明史馆总裁徐

元文推荐黄虞稷入史馆，后圣祖特旨批准其于清圣祖康熙二十年辛酉入明史馆，参与编撰列传与《艺文

志》等工作。《明史》中《艺文志》的编纂先后有尤侗、黄虞稷、熊赐履、张廷玉等人，其中属黄虞稷

对《明史艺文志》的贡献最大，其所著的《千倾堂书目》成为纂写《艺文志》的主要材料。此外，黄虞

稷也是非常有名的目录学家和藏书家，明遗民吕留良也曾拜访过黄虞稷，感叹其藏书丰厚。孙枝蔚在这

首送黄虞稷的诗中写道：“笔削谁能备劝惩，每谈遗事恨填膺。王生不录文丞相，野史从来不可凭。云

霄一鹗眼中飞，早为前朝定是非。谋国须知边备重，江陵相业古来稀。史到宋元真可废，党分牛李最堪

忧。”[49]在该诗中，孙枝蔚对于“史不可灭”有着坚定看法。其认为野史不可信，史书纂写应当求真求

实，不可根据个人性情如何去擅自作评断。其嘱咐黄俞邰要早为前朝定是非，并谈及宋史和元史。黄俞

邰曾想于清顺治十七年应试，被其母劝止，故孙枝蔚在诗中并没有嘱咐黄俞邰坚守遗民对于故国的忠贞

不渝，而是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如何让其秉着求真求实的心态去纂修明史，黄俞邰本人有着深厚的学术

功底，故而孙枝蔚才对其有如此寄托。这正如孔定芳老师所说：“遗民学者何以‘爱恋’故国文献？一

言以蔽之：可寄寓遗民式关怀、寄托孤臣孽子之心。具体而言，一则修明史可寄托故国之思，存史以报

故国”[50]。“二则藉修史以定是非、存信史于将来”[50]，“三则藉修史以延续汉文化”[50]。而枝蔚

所嘱咐俞邰的更加强调的是孔定芳所说的第二种。而在当时，除了明遗民给与清朝修史足够的重视之外，

清朝修《明史》也引起了藩属国朝鲜的格外关注。朝鲜于明代史书如《大明会典》中发现关于本国记载

多有谬误，为防止清朝修史沿袭前朝史书，故而花费将近七十年屡次派遣辩诬史前往清朝。以期借清修

《明史》对其错误记载进行更正。以此可以看出无论是明遗民对于《明史》的谨慎关注还是朝鲜艰难且

漫长的跋涉辩诬，二者的行为选择都牵涉到双方对于国家历史记忆和自我认同的高度重视。 
也是在同一年，枝蔚经过龙江亭，感而作《经龙江亭故址》，该故址为明洪武初年，大将军徐丞相

平定中原后班师回朝，太祖皇帝于龙江亭命儒臣作诗迎接。孙枝蔚在诗中感慨：“凤辇龙袍亭上来，中

原战士凯歌回。赋诗得贺徐丞相，昔日儒臣亦幸哉”[51]。直到此时，枝蔚还是口口声声地念着故国。明

太祖时，儒臣如幸运，而如今，满目萧然。一年后，六十三岁的孙枝蔚丧女。其又开始了飘零四方的生

活，先后辗转于金陵、安徽、江苏徐州、山东、浙江杭州、湖北武汉、江苏苏州等地。年过六旬，岁月

的淘洗历练，使其遗民生涯异常艰难。彼时策马杀贼、意气风发的三原少年，已然垂垂老矣。康熙二十

六年丁卯，孙枝蔚卒。年六十八的老人，四十二年未归故乡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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